
第１８卷第１期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Ｖｏｌ．１８Ｎｏ．１
２０１８年１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Ｊａｎ．２０１８

孙本文与早期中国舆论研究的社会心理学建构

王颖吉，冯　莉

摘　要：孙本文以其博士论文 《美国媒体上的中国：美国媒体对华舆论的基础及趋势研究》（１９２５）、《社

会学原理》（１９３５／１９４４）、《社会心理学》（１９４６）等著作中成就了他作为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奠基人的地

位。在这些开创性的著作中，孙本文从社会心理学 （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视阈下对舆论现象进行了广泛而

持续的研究，同样不愧为中国现代舆论研究的先驱和奠基者之一。不过长时间以来，他社会学家的学术身份，

掩盖了其在舆论和传播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人们对其舆论学贡献所知甚少。梳理其舆论学思想发现，孙本

文对于我国早期舆论学的社会心理学建构作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并且从一开始他就致力于将舆论研究中国

化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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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学界普遍认为，传播学有规模地进入中国大陆学界始于１９７８年［１］（Ｐ３），但事实上，
中国现代传播研究的开展要远远早于这个时间。有学者梳理了建国前关于舆论的文献发现：“中国
舆论学专业化研究的历史从民国初年就已经开始了”［２］（Ｐ３３）。徐宝璜、刘国桢、叶明勋等学者为我国
舆论研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过就关注舆论研究的持续时间、研究问题的广度、阐
发理论的深度，以及研究方法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来说，作为我国现代社会学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的
孙本文贡献最为突出。孙本文的舆论研究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三本代表性著作中，即二十年代的
博士论文 《美国媒体上的中国：美国媒体对华舆论的基础及趋势研究》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ｅｓｓ———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２５），三十年代编写的社会学教材 《社会学原理》（１９３５），以及四十年代编撰的 《社会
心理学》（１９４６）。在这些著作中，孙本文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视角对舆论问题进行了综合性和持
续性的研究，阐发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观点，堪称中国现代舆论研究的先驱。但长时间以来，孙本
文作为中国社会学奠基人的学术身份，遮蔽了他在舆论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很少有学者注
意到他作为中国现代舆论学重要奠基人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在舆论学已经日益繁荣的当下，重新系
统地整理和挖掘孙本文著作中的舆论学术思想，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早期舆论学以及传播学研究
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孙本文是我国舆论研究社会心理学传统最重要的奠基者，他从社会
学的社会心理学视角上，对舆论学的主要议题做出了较为广泛而深入的论述，初步地建构了一个社
会心理学的舆论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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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刊舆论与国家形象：孙本文早期的舆论研究

作为我国第一代社会学者的代表人物，孙本文是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１９１８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３］（Ｐ３５），１９２１年孙本文赴美留学，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获得硕士学
位；１９２２年 至 １９２４ 年 孙 本 文 追 随 吉 丁 斯 （Ｆ．Ｈ．Ｇｉｄｄｉｎｇｓ）、美 国 文 化 学 派 开 创 者 乌 格 朋
（Ｗ．Ｆ．Ｏｇｂｕｒｎ）等人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研究工作。１９２４年，他就读于纽约大学研究生院，师从美国
早期社会学中心理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莱斯特·沃德 （Ｌ．Ｆ．Ｗａｒｄ）的追随者彭德尔 （Ｒ．Ｍ．Ｂｉｎｄｅｒ）。

１９２５年他以美国报纸中有关中国的舆论形象作为研究对象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撰写，并由此而获得纽约
大学博士学位，这也是他的学术生涯中对社会舆论问题加以关注和研究的开端。

（一）博士论文选题与社会学研究方法
孙本文的博士论文 《美国媒体上的中国》在中国舆论学与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它

不仅开创了中国人以报刊舆论作为研究对象撰写博士论文的先例，而且也是最早由中国人撰写的有
关外国媒体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问题的博士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也属于较早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论
文。在这篇论文中，孙本文运用统计学和内容分析方法，研究了从１８世纪末期到１９世纪２０年代
前后美国新闻报刊中的对华新闻报道以及舆论反映情况，以回答两个问题：“第一，美国人民从新
闻媒体中知道了哪些关于中国的内容；第二，美国人民通过新闻媒体向中国表达了什么”［４］（Ｐ１）。孙
本文在研究第一个问题时采用了当时新兴的统计方法，统计了从１８６５－１９２２年间美国新闻媒体对
中国的新闻报道数量。在分类体系上，孙本文采用了吉丁斯 （Ｆ．Ｈ．Ｇｉｄｄｉｎｇｓ）对于复杂社会活动
的分类方法，并结合坦尼 （Ｔｅｎｎｅｙ）对新闻事件的分类，将美国新闻中涉及中国的报道主要分为
五大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人物和书评。在比较研究上，孙本文不仅把美国对华报道中各类
项目的比例情况与美国本土的国内新闻相比较，同时还比较了样本报刊有关英、法、德、意、日等
一流强国的新闻报道的情况。以这种分类比较为基础，孙本文展示了美国报刊舆论对于中国的认
知：“从政治上来说，中国国家事务的７０％都是政治事件，她用了过半精力去处理外交事务……国
内动荡……；中国在文化上的投入不多，很需要美国在教育上的支持……从经济上来看，中国是一
个常贫穷的国家……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所要处理的外交问题更多……但她的国际地位与意大利
和日本差不多”［４］（Ｐ６２－６４）。孙本文在针对第二个问题进行研究时主要使用了内容分析法，即 “文本细
读＋分析”的方式对样本报刊进行内容的解读，以此对美国的排华法案、义和团事件、辛亥革命以
及华盛顿会议这四个重大事件中的美国对华舆论进行分析和梳理，归纳舆论的种类以及背后的动
机，并统计对中国问题表示中立、反对还是友好的报刊舆论的比例。最后，他总结了美国对华舆论
的一般趋势：“（１）美国对华舆论背后的唯一动机就是他的自我利益；（２）美国人民会认为中国是
一个弱国，她根本无力获得她想要的；中国需要美国的帮助，并且不会破坏与美国的友
谊”［４］（Ｐ１５５－１５８）。早在论文还未写成的１９２４年，孙本文就提出了研究社会问题的客观性与历史性原
则，所谓客观性就是 “摈弃个人主观偏见，确切考察客观事实，并提倡科学的社会调查，施行质与
量的考察，以得到确实的社会状况”［５］（Ｐ３０）。而历史性则要求通过历史文本的分析、理解和诠释来认
识社会行动的性质与意义，内容分析事实上就是对历史文本所做的客观分析。由此出发，孙本文选
择 “自十九世纪后半黎伯勒 （Ｌｅ　Ｐｌａｙ）以来至近时乌格朋 （Ｗ．Ｆ．Ｏｇｂｕｒｎ）辈著名社会学家采用的
统计方法”［６］（Ｐ２２８）及 “乌格朋 （Ｗ．Ｆ．Ｏｇｂｕｒｎ）所注重的历史研究法”［７］（Ｐ９）作为自己搜集事实以研究
和解释社会现象的重要方法。

（二）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舆论思考
从孙本文的教育背景来看，他主要受到了美国社会学中的心理学派 （即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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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文化学派的影响，这一点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已经初露端倪，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出其中贯穿的 “文
化与心理”痕迹。
恰如孙本文多次表示的那样： “著者个人见地，以受美国乌格朋 （Ｗ．Ｆ．Ｏｇｂｕｒｎ）、汤麦史

（Ｗ．Ｉ．Ｔｈｏｍａｓ）两教授的影响为最大”［８］（Ｐ２）。１９２６年，孙本文任教于复旦大学，后长期担任南京中
央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并致力于引进西方社会学及建立符合中国现实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在
其后至１９４９年前出版的大量社会学著作中，不论是 《社会学ＡＢＣ》（１９２８）中申明的 “人类行为
的根本活动要素就是心理影响和文化影响”［９］（Ｐ６９），抑或是 《社会学原理》（１９３５）中对文化和态度
的讨论，还是他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将自己划为 “既重视文化因素同时亦重视心理因素”［１０］（Ｐ３５０）的
“注重社会整体或综合的观察者”［１０］（Ｐ３４７）， “文化和心理两大因素对人类社会行为具有决定性作
用”［１１］（Ｐ６）这一观点几乎 “支配着１９４９年前孙本文长达近３０年的社会学学术生涯”［８］（Ｐ４）。总的来说，
孙本文认为，态度是行为的趋势， “态度一词虽然说明了心理的状态，但整个态度的养成和表现，
还要靠后天文化环境的影响”［７］（Ｐ８０）。换句话说，“文化是由态度维持的，态度是由文化陶成
的”［７］（Ｐ７５）。这样的学术观点也恰恰反映着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及心理学之间难以割裂的联系。自

１８３９年法国孔德 （Ａ·Ｃｏｍｔｅ）创立 “社会学”及１８７５年德国谢夫策 （Ａ·Ｓｃｈａｆｆｌｅ）首提 “社会
心理学”以来，尽管三门学科研究对象及范围各不相同，随着学科建设及不同社会学派观点的相互
接近，其研究内容常常互相涉及，这三门学科的界限也越来越难以分清。孙本文在其著作中也特意
讨论过三者的关系，他认为，“就社会心理学的本质说，它是介乎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种独立
科学，但就发展历史和近时趋向而言，社会心理学应属于社会学领域以内的重要部门”［１２］（Ｐ２９）。按
照他的观点，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科学，其研究范围是社会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
及个人行为对于社会的影响。同时他又主张 “社会情景是从心理和文化两方面影响于人的行
为”［１２］（Ｐ２）。他认为，意见形成的过程有简单和复杂两个方面。他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舆论的形成
过程：“意见通常是由那些具有聪明才智的领导人发起的，他们知道公众要什么，他们能够预见到
当公众遇到问题时，公众将如何反应。当舆论就这样生成的时候，公众一般很少或者根本不反对。
他们通常赞成领导人所说的。他们经常猜测别人的想法，跟别人做一样的事情……从大众的角度来
说，每个人都不会反对别人所想所做的。就这样，舆论形成了”［４］（Ｐ６７）。这种观点源于群众心理学：
公众极为容易受外界的影响，人云亦云，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意见以病毒般的传播力量感染
大众，每个人都处于领导人的暗示之下，相互模仿。在这样的作用机制之下，领导人的意见得以成
为舆论。孙本文主张在研究社会问题时贯彻 “社会整体的观点”，特别是对 “文化”影响这一维度
的重视。他说：“舆论的形成是一个表达 （ｇｉｖｉｎｇ）和接受 （ｔａｋｉｎｇ）的过程，即 ‘领导者与大众的
双向互动’。由于每个人都会受到思考习惯、社会环境、宗教教条与人性的影响，每个人都有个人
倾向。除个人的品味以外，他还受国家利益、团体利益或者阶级政党利益的影响，此外，他还会受
到同伴、领导或是长时间所阅读报刊的影响。因此，他的意见不会十分明确，在某种程度上它不能
被轻易地控制……因此，意见的领袖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ｏｐｉｎｉｏｎ）不得不选择跟随大众的公共利益，调
整自己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大众倾向”［４］（Ｐ６８）。这种 “双向互动”式的解释，与孙本文社会整体的观点
相辅相成：即 “社会是一个复杂整体，需要从多方面进行考察”［１０］（Ｐ３５３），而大众意见的形成也是一
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考虑影响意见的各种因素。在这里，孙本文特别考虑到了文化因素：“有
个人兴趣、品味的影响，也与大众身处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文化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４］（Ｐ７）。因此，
孙本文认为，大众意见的形成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人云亦云的复制过程，也不是全然被社会精英
所预料和控制的。那么，舆论的形成是大众意见和舆论领袖意见相互作用的过程。最后，孙本文在
以上两种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他对舆论的看法：“舆论通常由少数人发起，由发起的少数人，或
者其他人根据大众的倾向来形成”［４］（Ｐ６８）。不难看出，孙本文在其论文中对舆论进行的理论分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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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脉络：受美国美国社会学中的心理学派及文化学派影响颇深的孙本文主张运
用 “文化与态度二因素剖析社会现象”［１３］（Ｐ３９７）。正如他在归国后著述的社会学书籍中所宣扬的：“一
切社会行为不外乎文化和态度的交互作用”［９］（Ｐ６１），“乃产生种种社会现象”［８］（Ｐ１９６）。总结来说，孙本
文的 《美国媒体上的中国》所展现的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和科学的研究方法，都堪称我国现代早期舆
论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遗憾的是，这篇高质量的论文在整个民国时期的舆论研究史上也几乎
成为孤例，不仅未能再产生类似的实证经验研究，而且孙本文也没有再延续对具体的报刊舆论问题
进行专项研究，而是把更多的精力集中于对舆论学理论问题的探讨上。孙本文在归国后采取的这种
研究取向与徐宝璜、亦乐、刘国桢等早期国内舆论研究者如出一辙，这种情况与当时中国所处的舆
论环境有关。在内忧外患不断的现代中国社会，舆论的首要问题是对现代文明的民意基础加以唤醒
和培育，因此有关言论出版自由、舆论重要性、公共生活与文化建设方面的呼吁、警醒、设计与建
构等问题成为舆论研究的重点。孙本文基于美国稳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下所做的报刊舆论与国家形象
方面的实证性经验研究，对于正处在新旧文化更新、社会动荡不宁的民国国内环境而言并不适合，
不过站在今天历史节点上看，这篇论文所体现的学术价值则是极为珍贵的。

二、《社会学原理》对中国化的舆论理论体系的初步建构

孙本文在回国后的治学生涯中延续了对社会舆论的关注，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舆论研究。作为孙
本文的重要代表作，《社会学原理》（１９３５）在中国社会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在建国前中国早期
社会学中，《社会学原理》无疑是最具影响的社会学理论专著之一。它的出版及修订，受到社会学
界的普遍欢迎”［１４］（Ｐ１５８），在１９４０年还被当时的教育部选为 “部定大学用书”。这部书对舆论的论述
虽然着墨不多，但已能够展现社会学视野下舆论研究的特点，亦能体现出孙本文在２０世纪上半叶
中国内忧外患的境况下 “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５］（Ｐ２４７）和中国化的舆论学的努力。

（一）控制、暗示与 “钟形弧”：舆论理论的中期建构
这一阶段，孙本文对舆论的研究主要体现了三种传统：第一是社会学体系下的社会控制传统，

他按照欧鹏克 （Ｅｕｂａｎｋ）的分类，把社会制裁分为有意的与无意的，而舆论和谣言就属于无意的
社会控制；第二是心理学的传统，他认为，舆论之发生，其初不过少数人倡之，其后渐渐传递而及
于群众……舆论往往近于群众现象，暗示的力量极大，而常缺乏理性的判断。孙本文从心理角度解
释舆论，他把舆论当作是一种暗示性极强的群众心理现象，指出其非理性的特点。基于此，孙本文
认为舆论的控制力量，源于人们服从多数的心理，他说：“舆论具有控制个人意见的力量，凡感觉
众人意见相同的时候，常很自然的表示服从，此种服从多数的心理，实为舆论力量发生之
源”［８］（Ｐ３８５）。这与德国学者诺利—纽曼 （Ｎｏｅｌｌｅ－Ｎｅｕｍａｎｎ）于１９７４年首次提出的 “沉默的螺旋”
概念很相似，他们都注意到了社会心理机制在舆论形成中的作用。第三种传统来自于实证科学，孙
本文认为 “舆论又称公意，意即社会上多数人的意见。大概人们对于一个问题的意见，其参差状
况，有如统计学上所谓钟形弧 （Ｂｅｌｌ　Ｓｈａｐｅ　Ｃｕｒｖｅ）。极端不同的意见，大率甚少，而在相反两极端
的中间，却占大多数。此大多数的意见，通常即谓之舆论”［８］（Ｐ３８５）。这种从统计学的 “钟形弧”学
说、正态分布的角度对舆论的数量特点进行的专业描述，在当时的学术界并不多见。对于舆论数量
上的特征，大多数学者都注意到了舆论是 “多数意见”，但如何去把握和描述这种 “多数”，不同的
学者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胡汉民认为 “多数”的意见是指自由意见中过半数的意见；而徐宝璜认
为，“多数”应该在那些注意 “公共问题而有意见者”［１５］（Ｐ１０６）中来确定，而不仅仅是单纯人数上的优
势。这种代表着精英主义的舆论观在当时的舆论研究中较为普遍。在孙本文这部著作出版五年后，
叶明勋 （１９４０）在 《什么是舆论》一文中采用了孙本文的 “钟形弧”学说来对舆论进行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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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１６］（Ｐ２１）。
（二）现代舆论研究的中国化探索
按照孙本文的研究思路，他的社会学研究要博采西方理论众长，同时又有个人见地，更要突出

对中国历史材料的使用，即 “对于引证事实之处，凡可得本国材料，即用本国材料。这些来源分为
二类：历史事实与统计材料”［８］（Ｐ２），由是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这种方法可以集中体现在 《社
会学原理》一书中。例如，孙本文在吸收西方舆论研究成果的同时，也注重结合中国历史文化上的
案例，如他广引 《汉书》、《左传》中的文献材料来说明中国社会中对舆论的重视，强调舆论是一种
非常有效的社会制裁手段。他希望这本书成为 “国人适用之书”［８］（Ｐ２）；在 《社会心理学》一书中，
孙本文又延续了这种 “中西合璧”的风格，使用传统的典籍来对舆论进行解释。用孙本文自己的话
说，就是 “不背我国固有优良思想与世界潮流……取材以本国历史故事为主，兼集西史与报章时
事”［１２］（Ｐ３）。如果说这些著作能够体现孙本文学贯中西的文化功底，那么孙本文所处的时代背景则决
定了他学术努力的目标和方向。１９世纪下半叶至２０世纪上半叶，自鸦片战争打开国门以来，国内
关于中西方文化的论战似乎从未停歇。不论是洋务派提出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五四运
动之际提倡的全盘西化，抑或是 “复返中国固有文化”［１７］（Ｐ１），不外乎是为中国文化寻出一个光明之
前途。社会学作为一门发源于欧美的社会科学自清末进入中国之后，受了 “中国社会崩坏民生痛苦
刺激”［１８］（Ｐ１２１）的中国学者在引进西方社会学理论成果的同时，力求推动社会学中国化的建构。这不
得不使他们面临如何 “用西方的知识解释中国社会现实的问题”［１１］（Ｐ１６）。留学归来的孙本文自然也
是把建设中国化的社会学当作为开拓 “中国社会学之前途”［５］（Ｐ２４６）的目标。１９３０年，孙本文在其组
织下成立的 “中国社会学社”（前身为 “东南社会学会”）第一次年会上的演讲中给出了实现这一目
标的方向：“采用欧美社会学上之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
思想和社会制度，并依据全国社会实际状况，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５］（Ｐ２４７）。
可以说，孙本文的这次演讲，标志着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在中国的正式开始。此后的十多年里，“中
国社会学步入了轰轰烈烈的本土化运动时期”［１８］（Ｐ１２１）。孙本文的社会学中国化努力可谓是不遗余力。
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孙本文回国后的四、五年间引进西方著述，到３０年代以后着力编撰 “国人
适用之书”［８］（Ｐ２），及４０年代后他在 《现代中国社会问题》中运用社会学的观点详细地论述中国的
家族、人口、农村与劳资等问题时亦是旁征博引、集采众长。作为一位接受过传统私塾经典儒家教
育，又拥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中国知识分子，孙本文深知中国文化出现种种问题之原因，乃是由于
“西洋文化输入，固有文化发生剧急的变迁”［１９］（Ｐ９）而引起了失调。他努力地吸收中西文化之长，以
融合创新的姿态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既是现代化，又与自身文化传统相承接。虽然这种
努力尚处于初创时期，并不是很成熟，不过已经为社会学的中国化指明了方向。

三、总结与呼应：舆论研究的社会心理学建构

１９４６年出版的 《社会心理学》是孙本文的代表性著作，这本书的撰写花费了孙本文的大量心
血，是他在持续不断地研究社会心理学过程中不断积累和总结的成果。孙本文在自序中写道：“本
书全稿，系自民国十五年以来，在大学中讲学，随时搜集，近五年来，始编成书……本书脱稿时，
适抗战八周年”［１２］（Ｐ３），这本历时１０年的著作被当代学者誉为我国 “社会心理学本土化开端的最重
要的标志之一”［２０］（Ｐ２２５），是当时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力作。前文已述，孙本文在整个学术生涯中都主
张 “运用文化与态度二因素剖析社会现象”［１３］（Ｐ３９７），作为孙本文的代表作之一的 《社会心理学》亦
是将这一观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这部书中，孙本文将社会环境分为心理的和文化的两类：“凡个
人或集体临时所表现的行为或行为的趋向称为心理的社会环境，凡人所造作或利用的事物而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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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公认者称为文化的社会环境。前者为人的主观的环境，后者为物的客观的环境”［１２］（Ｐ１７６）。孙本文
的舆论观主要体现在该书的第三编———社会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中。他着力介绍了心理的社会环境
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认为 “态度、意见与成见，是从个人方面表现的心理现象，舆论是集体的心
理现象。舆论的形成与功能，与个人行为均有密切的关系。故舆论为社会心理学上的重要问
题”［１２］（Ｐ２１５）。以此为研究框架，孙本文从舆论的性质、特征、形成及其转变、舆论的领导与舆论机
关、舆论对于个人或团体行为的可能影响等５个方面来对舆论进行分析，由理论出发，再推导到实
际应用，步步深入。其博采众长之归纳、思考总结之深入、思想论述之连续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
度。同时，与舆论研究之间相关的 “宣传”、“群众运动”、“谣言”、“意见”、“态度”等问题，也在
书中其他章节中得到了较为系统而详细的讨论。可以说，孙本文凭借其在 《社会心理学》中对于舆
论问题所进行的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以社会心理学为基础的舆论理论体系。

（一）多学科视阈下的融合与创新
孙本文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向西方学习，构建现代学术体系的关键阶段。大量留学人员把西

方的各类基础理论和研究成果引入国内，其中自然包括舆论。这种引入，也恰好发生在西方舆论研
究出现转型的关键期。Ｖｉｎｃｅｔ　Ｐｒｉｃｅ对此有过清晰的总结：“到１９世纪末，公共舆论越来越得到不
断完善的社会科学的系统化的实证研究……随着学术领域内社会科学的进展，２０世纪的公共舆论
著作更清晰地反映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视野而非政治学和哲学的关照”［２１］（Ｐ１９）。西方舆论研究的发
展史，本身就反映了这一领域多学科交叉互涉的趋势，孙本文也注意到了该问题。有鉴于此，在对
舆论性质的研究中，孙本文总结了Ａｌｌｐｏｒｔ、Ｊａｍｅｓ　Ｂｒｙｃｅ、Ｅｌｌｗｏｏｄ、Ｐａｒｋ等心理学、社会心理学、
政治学以及社会学专家的研究成果，并将他们对舆论性质的不同意见归结为４个关键问题：“第一、
舆论究竟是个人意见的集体，抑为社会共同意见而又客观存在的。第二、舆论究竟是有异同的意
见，抑为一致的意见？第三，舆论究竟是合理的判断，抑为感情的表现？第四，舆论究竟是全体的
意见，抑为少数人的意见”［１２］（Ｐ２１７）。他认为，首先，舆论是社会上一般人赞同的意见，这种赞同是
“虽不必人人发为言论出而号召，但却人人心中表示默契或赞同。所以凡是社会上流行的意见，即
使有人宣传提倡，但若不为一般人所赞同，便不能成为舆论”［１２］（Ｐ２１８）。第二，孙本文认为 “舆论多
少含有理性的成分”［１２］（Ｐ２１８）。这与法国群众心理学的立场截然相反。群众心理学往往视群众为乌合
之众，认为舆论为操纵群众心理的利器，通过非理性的暗示、感染过程而获得力量。他写道：“舆
论的形成，必经过相当时期的互相辩难与反复讨论，从这辩难与讨论中便可发现理性的成
分”［１２］（Ｐ２１８）。孙本文虽然是站在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舆论研究，但他注意到了舆论的讨论过程，
并认为这种讨论过程是理性的展现，这在 “暗示感染说”风行一时的研究环境中还是非常难能可贵
的。第三，他认为 “舆论总不是社会当局的意见……一般社会上最重要的舆论，莫过于国民的舆
论。这种舆论，必定出于一般人的意见，而非政府当局的意见。政府当局的意见而见之于政事者便
是国家的政策而非舆论。即使这种政策是采取舆论的建议而决定的，但一经采为政策，已非舆
论”［１２］（Ｐ２１９）。由此他划分了政府与市民的言论场域，在欧美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他把民众舆论与政
府意见相分离，把意见是否有效力作为区分一般意见和舆论的标志，有效力的意见，即便执有的人
数较少，也是舆论；而与此相反，人数占优的意见，如果不能产生社会影响和效力，那么也不能视
为是舆论，因为他们有可能仅仅只是常识。相较于当时其他学者大多只关注舆论的形成，孙本文的
另一个创新点在于，他特别探讨了舆论的转变问题。孙本文写道：“已经形成的舆论，在事实上或
已发生影响而成为国家社会的重要政策，但有时因社会特殊需要而遽生转变”［１２］（Ｐ２２１）。他认为，影
响舆论走向的因素有三点： “事态演变的需要、领导者态度意向的转变、重大政治作用”［１２］（Ｐ２２１），
“既成的舆论，因事态演变，而不能适应于当时的情境，不得不转变其方向者，亦属数见不鲜之事
……舆论往往随领导人物的意向而转变，此为极端重要的事……民主国家，政党政治活跃，常可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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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舆论的相背”［１２］（Ｐ２２１）。
（二）辩证与健全：舆论研究在 “量”与 “质”方面的结合
孙本文对舆论在数量上的规定性，以及与此相关的量化与质化考察方法的论述，也是对他前期

研究成果的延续与深化。关于舆论的数量特征，孙本文曾在 《社会学原理》中提出 “钟形弧”的说
法。在此他进一步从舆论的多数压力问题入手，认为 “多数人的意见，具有很大的力量，使人有不
得不赞助的趋向……有了多数人的赞助，常可压迫少数人的意见。这所谓多数人的专制”［１２］（Ｐ２２７）。
孙本文由此谈及投票的问题： “这原不是很好的决定舆论的方法，他不仅是犯了多数专制的毛病，
而且也不能看出舆论的真相”［１２］（Ｐ２２７）。他进一步分析说：“原来票决法仅是一种量的测量法，要真正
明了舆论的真相，必须同时采用质的考察法，就是对舆论的内容做个别详细的研究”［１２］（Ｐ２２７）。这一
论述容易让人想起我们在前面论及的孙本文的博士论文，它既采用了量化的统计方法，又采用了质
化的文本解读法。而在归国后付梓的 《社会学原理》中，他赋予舆论概念量化意义上的界定，用统
计学上的 “钟形弧”描述舆论在数量上的特征；与此同时，他也对舆论研究的质化方法做了特别的
强调，要求同时从量和质的两个方面对舆论进行辩证考察与研究，用他的话讲，即 “宜诸法同时并
用，互相补助，以期得到正确的结果”［９］（Ｐ４８）。纵观整个现代中国舆论研究的历史，特别地重视研究
方法的学者并不多见，大多为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学者。而像孙本文这样兼顾量和质的两种研究方法
与视角，并致力于在两者之间实现辩证综合与平衡的舆论学者则极为少见，这也足以显示出孙本文
在舆论研究方面所具有的辩证而健全的风格。值得注意的是，在 《社会心理学》中，孙本文延续了
他结合中国传统学术资源，以争取构造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之学术的努力。这种研究取向在书中的
舆论研究部分也随处可见。他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使得他能够随时从 《论语》、《中庸》、《大学》、
《孟子》，以及 《左传》、《史记》、《汉书》、《晋书》等古代典籍中旁征博引，进行具体的参照比较和
分析。这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问以及治学风格，是后世的社会科学学者难以望其项背的。

四、结　语

受心理主义及文化决定论的影响，在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框架下，孙本文以１９２５年的
博士论文 《美国媒体上的中国》为其舆论研究的起点。回国后他在撰著的两本著作 《社会学原理》
及 《社会心理学》中对社会舆论问题进行了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并形成了较为系统、深刻和全面
的舆论思想。即便是从当下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抑或是新闻传播学界的视角来看，孙本文对舆
论现象所作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也早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准。无论是在学术议题的广度和深度方面，还
是在研究方法的科学、严谨方面，亦或是中西学术融合以及将西方学术加以中国化转化和创新方
面，孙本文的研究都堪称当时的典范。这些研究为中国的舆论学研究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对中
国早期社会心理学的舆论研究传统的建构做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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